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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组建农忙托儿互助组的实践及其影响
黄 天 弘

( 郑州轻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摘 要:新中国成立初期，迅速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凸显妇女在劳动生产中的重要性，但家庭事

务和孩子的拖累难以保证她们安心投入生产。在全国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高潮中，各地党委和妇联
借鉴解放区变工互助的经验，组织试建农忙托儿互助组，帮助妇女摆脱参加农副业生产中孩子拖累的困

难。组建农忙托儿互助组整合了农村妇女的劳动力，改变了农业生产力不足的状况及妇女的社会生活，
也为农村集体福利事业的兴办准备了条件。农忙托儿互助组的试办显示出中国共产党探索基层社会治
理路径的成功实践，作为妇女解放的具体表现形式获得社会普遍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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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恢复和发展经济成为当时中国

共产党首要的中心工作，妇女运动也紧紧围绕这个中

心展开。在农村，经过土地改革，妇女和男子一样获得
了土地，参加农业生产成为妇女响应国家“迅速改善农
业生产落后状况”号召、提高家庭生活水平的重要保
障，妇女参加个体和集体农业生产由此成为一种社会

风气。但是，受家庭事务的影响，尤其是孩子的拖累，
多数农村妇女不能安心下地生产。为此，一些地方组
织积极想办法帮助妇女解决实际问题，组建“抱娃娃
组”，或试办农忙托儿组织，减轻青壮年妇女的子女拖
累问题。目前，学界有限的农村托儿组织研究 ，主要
集中于集体化时期解决困扰妇女参加劳动生产的手段

问题上，难以拼接出农村托儿组织的全貌，影响对该问

题的整体看法，尤其是缺乏对其内在逻辑与机理的历

史考察。本文拟以农业合作化初期农村试办托儿互助
组织为考察对象，通过社会和生活的日常场景，呈现农

忙托儿互助组的试办实践，管窥地方组织如何通过解

决妇女参加农业生产受孩子拖累的问题，将妇女生产

生活问题逐步纳入基层管理的内在机理，实现党对农

村基层的管控，为农村集体化进程打下基础。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组建农忙托儿互助组的起因
新中国成立初期，随着全国范围土改工作的深入，

农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解放。广大妇女在政府和妇
联组织的动员下，同男子一起参加各种田间劳作，除平

整土地、拉耧、种麦等普通的农活外，妇女还掌握了选

种、治虫等农业技术，有的甚至学会了使用新式农具，
对全国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农村
妇女积极参加农副业生产，同样是她们成为农业生产

主力军的具体表现，特别是在面临自然灾害时，许多村

庄几乎大部分依靠妇女解决生活问题。山东胶东昆仑
县套河区农村，村干部组织妇女从事结发网、绣花、织
布等副业，所赚手工粮基本解决了吃饭问题［1］，随后

又发动妇女编稻辫子、编草鞋，生活从基本得到维持转
向了逐步提高［2］。河北安新县大赵庄全村 69 个妇女
织网能养活 103 人; 山东昌邑县永安区妇女迟春荣，在
二十天内熬出 500 斤纯硝，换粮 250 斤，解决了全家缺
粮的困难［3］。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水利建设，以及
为提高生产效率开展的生产互助，一样是妇女发挥重

要作用的场域。事实表明，妇女参加农业生产，一方面
破除了长期以来对妇女的偏见与歧视，使妇女树立了

劳动光荣的思想，推动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另一

方面改善了家庭生活，提高了自身的经济和社会地位。
为此，各地政府以“发动和组织妇女参加工业和农业生
产”这一中央对全国妇女运动的中心工作为出发点，要
求妇联组织把“动员全体妇女参加到当前的春耕和其
他生产事业中去”作为主要工作，并强调妇女参加生
产，既可以增加家庭收入，又可以为社会创造财富，给

妇女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4］。各地在落实这个中心
任务时，也是在进一步贯彻中央保护妇女获得平等权

利的方针。因为中央始终认为，政治上业已获得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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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妇女，只有当她进一步成为一个生产者时，她的地位

才能提高，才能获得真正的平等。
在各地掀起的动员妇女参加生产劳动的热潮中，

也有一些干部简单地认为“把妇女弄到地里就是‘发
动’”，硬性要求妇女参加农业生产，而不照顾家庭利
益，不解决“孩子的拖累使得母亲们无法安心从事生
产”这个阻碍妇女参加生产和社会活动的最主要困难，
这种不切实际的做法，产生不良影响和后果［5］

( P211) 。在上海郊区，从事农村生产的主要是妇女，如
高桥区宅前村全村 649 人，从事农业生产的妇女便有
200 多名，但每到农忙季节，经常出现家中无人照看的
孩子淹死在河里的事情［6］。母亲下地生产，孩子无人
照看而出现的烫死、淹死的悲惨之事不可枚举。据统
计，1951 年河南尉氏明家村农忙时期死亡的孩子占当
年死亡儿童数的 78%，长葛坡胡乡为 65%［7］，而渴、
饿、热、跌伤更是常事。因此，农村妇女有句谚语说:
“庄稼发了黄，孩子遭了殃!”［8］真实地反映了妇女下
地生产存在的切实问题。一些有小孩子的妇女人在田
里，心里却挂念着孩子。干活间隙时，别人休息她们却
不得不急切地赶回家里，或给孩子喂奶，或看看孩子是

否安全。放工时，也是尽快地冲回家做家务。除了安
全和健康问题外，家长对孩子缺乏管理和教育，孩子还

可能养成不良习惯，这也给参加劳动的妇女平添了不

安。妇女在农忙期间下地或忙于其他家务，孩子没人
看管而造成很大损失的情形，影响着一些妇女及其家

人对农业生产的投入程度。为执行上级下达的中心任
务，各地党委与妇联组织迫切需要从实际工作中找出

办法，帮助妇女解决困难，使她们尽快安心地投入到恢

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热潮中来。
早在 1943 年 11 月，毛泽东发表《组织起来》的讲

话后，陕甘宁边区把土地革命时期做过有益尝试的农

民相互间调剂劳动的“变工”或“换工”方法，改造成一
种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又具有较高生产效能的农

业劳动互助组织。妇女作为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彻
底改造中国一盘散沙的社会结构的一种重要力量被组

织到变工互助中来。1948 年 12 月，中共中央通过《关
于目前解放区农村妇女工作的决定》，要求切实贯彻
“组织起来”的方针政策，大力发动妇女参加农业变工
互助组、纺织小组等生产合作社与供销合作组织。《决
定》从组织形式上规定了以男女都可以参加的户与户
相互合作的小型互助组或变工组来组织妇女投入农业

生产，并组织妇女变工互助带孩子，解决她们的实际困

难。在组织原则上，《决定》强调必须实行“自愿两利”
的原则，充分发扬民主精神，鼓励群众的创造性，力戒

干部过分干涉，搞强迫、命令及形式主义［9］( P302 －
305) 。中央《关于目前解放区农村妇女工作的决定》以

党的重要文件的形式把妇女参加农业生产的要求固定

下来，成为后来各解放区执行把妇女“组织起来”政策
的主要依据。

1949 年 2 月 10 日，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筹备
委员会召开会议，要求响应中央“组织起来”的号召，把
“家事变工”“婆媳分工”“同院变工”“亲友变工”等解
放区用来解决农村妇女家务及小孩牵累问题的经验，

确定为新解放区推动农村妇女“组织起来”的方法。不
久，晋绥边区在召开的第三届妇女代表大会上也通过

决议，要求正确贯彻“组织起来”的政策，把妇女组织到
农业互助变工、农业与手工业变工、看孩子变工等各种
互助变工组中去，明确在组织变工时实行“自愿结合、
民主商量、等价交换、合理计工、定期结算、双方有利”
［9］( P412) 的原则，保护妇女参加劳动的积极性。同年
3月，康克清在第一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上做关于儿童
保育工作的发言时，总结了解放区保育事业的经验，特

别提到在农村农忙时节，临时组织自愿结合的互助变

工带孩子的经验，积极向已解放的农村地区推广，以迎

接新中国的农业生产发展需要［9］( P387 ) 。这些在农
村按照自愿结合原则组织变工带孩子来解决妇女从事

农业生产受孩子牵累的办法，与地方组织妇女参加农

业生产的工作需要不谋而合，引起各级党委的重视，试

办农忙托儿互助组随即在各地试行。
二、各地农忙托儿互助组的组建与巩固
从 1949 年开始，河北省定县二区就建立农忙托儿

互助组，到 1952 年时，全区有 45 个村组建了 368 个托
儿互助组，共托管着 1304 个孩子，使 946 位妇女摆脱了
看孩子的负担，成为农业生产战线上的一支生力军，与

此同时也解决了 478 位无生产劳动能力的老年妇女的
生产困难。该区试办农忙托儿互助组的成功经验，成
为周边地区学习的典范。这主要归功于区妇联从实际
出发的动员与组织。该区妇联在动员妇女参加农业生
产的过程中发现，定县二区的水地占 80%以上，劳动力
很缺，妇女不参加生产，地里的活就要被耽误，为此，一

些无劳动力的妇女和有孩子牵累的妇女，就主动商量

相互换工看孩子。区妇联发现这些情况后，就在这一
基础上组织托儿互助组。为吸取该区前屯村支书强迫
成立托儿互助组不到半月就垮台的教训，区妇联从一

开始组织托儿互助组工作时，特别强调“自找对象、互
相商量和民主选举保姆”的原则。这样组织起来的托
儿互助组，彼此感情好，投脾气，不容易垮台［10］。

1951 年初，河南省妇联多次在全省的工作会议上
强调组建农忙托儿所的重要意义，引导地方基层组织

予以重视。4 月底，河南省福利工作会议召开，省妇联
把“民办公助、依靠群众”确定为试办农忙托儿组织的
原则，主张由小扩大，普遍提倡抱娃娃组，重点创办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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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托儿所，遇到困难不依靠公家。会后确定以长葛、尉
氏两县为试点地，有经验后及时推广［7］。同年，上海
郊区高桥区在“民办公助”的原则下依靠群众自己试办
农忙托儿所 38 所，收托 800 多个孩子，解决了妇女参
加劳动的困难，提高了她们的生产效率［11］。
在个别对试办农忙托儿互助组的性质和意义并不

了解的地方，干部和群众的思想顾虑是很大的。对群
众来说，普遍存在着“怕带走孩子”“怕保姆照顾不好”
“怕出钱”等“三怕”的顾虑，宣传动员工作的困难就要
大些。有的男农民相互议论: “瞎胡闹，谁的孩子叫人
家看?”母亲们也觉得: “谁的孩子谁亲，要自己的孩子
给人家看总不放心，像拉屎撒尿，吃饭喝水，谁能管的

那么周到。”［12］要打破顾虑，需要干部们宣传动员，并
以事实教育群众。为此，各地党委要求通过反复动员
教育和重点试办来推进农忙托儿组织的工作。
各地宣传动员方式因地制宜，有的在区乡农代会

上动员，有的召开各种妇女报告会、妇女座谈会，还有
的结合中心工作在乡村干部会上谈。在宣传动员的步
骤与方法上，首先以做通村干部的思想为主。河南省
淇县各级党委，要求村干部结合生产成绩，正确认识妇

女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性，把提高妇女参加生产的热

情作为重点来研究。武呈集村主席朱俊杰经过动员教
育后认识到:“经过总结生产成绩，认识到妇女在各种
生产中是不可缺少的力量，意识到充分发动妇女参加

生产，必须要适当的处理孩子问题。因此，试办农忙托
儿组织是群众的需要。”为打消群众的顾虑，帮助他们
了解试办农忙托儿组织具体办法，村干部尹学莲带头

亲自创办，主动把自己的孩子送到托儿所［13］。河北
省邢台县折虎村积极分子郭爱妮了解到一些妇女“虽
说想通了，但总还不十分相信”的心理后，决心从自己
的互助组着手试办农忙托儿组织，起到带动作用。当
时，郭爱妮的生产组共有 13 户 12 位女劳动力，有 12 个
孩子需要照看，她根据“自愿两利”的原则召集组员们
开会。郭爱妮结合往年的生产成绩，指出孩子的牵累
不但给生产带来损失，而且孩子们也受了不少的委屈。
她指出，如果不组织起来互助，孩子可能还会“有摔血
窟窿的，有叫牲口触着的，有关在家里哭的”。这样，做
家长的下地也不放心。为达到试办的目的，郭爱妮生
产组以“大家随便参加，不好时可以随便退出”为“自愿
两利”原则的内容，并进一步从解决好家长关心的保姆
问题动员大家。她还承诺“保姆可由咱挑选心眼好的，
对孩子亲的; 选了保姆还要经常开会教育她们”。由于
她在组织动员时解释清符合农村妇女利益的“自愿两
利”原则，试办农忙托儿互助组织很快得到群众的接纳
与认可，一些妇女还主动酝酿起组织托儿互助组的办

法来［14］。

在试办农忙互助组的过程中，动员保姆的工作也

存在一定困难。“以前给别人看孩子是没有办法的事，
现在看孩子是不光荣的事”，这种思想在农村老年妇女
中普遍存在，增加了干部们动员工作的难度。被动员
去照看孩子的老大娘们往往借口说自己上了年岁，宁

可做点别的活也不愿给人看孩子。她们有的嫌麻烦，
有的怕看不好，家长会说三道四，还有的怕不给东西白

看了。为取得动员的积极效果，各地干部还把爱国主
义的政治内涵融入到宣传内容中。在组织召开的妇女
座谈会上，干部们讲爱国增产中的困难，要大家不能只

顾自己，不关心国家大事; 同时结合抗美援朝运动，向

大家进行耐心教育，将一些老年妇女的爱国热情调动

起来。有的当场表示: “要是倭鬼子来了，不管老不老
都要受罪。咱不会打仗，也不能下地，要能替大家看好
孩子，这也算是抗美援朝!”受此启发，许多人表达了愿
承担保姆工作的意愿: “过去总认为自己没用的人，今
天负责看孩子，腾出青壮年妇女参加爱国丰产运动，也

是抗美援朝具体表现。”“现在看的孩子是自己的孩子，
等于去前线一样光荣。”“要看好自己家的孩子，也看好
别人家的孩子。”［13］思想上的顾虑一旦被打消，宣传
动员的工作也就达到了目的。
由于农忙托儿互助组是建立在生产互助基础上

的，保姆的变工互助与待遇工分问题自然成为农忙托

儿互助组能否办成的关键。过去农忙时妇女请保姆看
几天孩子、吃几顿饭回报一般是给做件衣裳，或是妇女
与保姆等价“变工”“换工”等办法，这是“自愿两利”原
则最初的表现形式。河北省邢台县折虎村郭爱妮互助
组根据“自愿参加、自由退出、两不吃亏”的原则，规定
了农忙托儿互助组里一个保姆顶一个好劳力，工资由

孩子家庭分摊。小的孩子比大的孩子难带，因此在负
担工资方面就需要多一些; 同时按孩子大小、吃东西的
多少分摊粮食的负担。但是，这个办法对一个保姆带
几个孩子没有一定的标准，只是一般的规定了由孩子

家庭分摊工资，保姆看孩子多了也不宜看好，造成孩子

家长意见很多，入托的孩子逐渐减少。为使托儿互助
组巩固下来，郭爱妮互助组召集大家开会研究，重新规

定: 以一个保姆照顾四个孩子为标准，三个会走的，一

个不会走的。照顾不过来时，可以另外添人或找小闺
女帮忙。保姆问题解决后，托儿互助组也恢复了原貌
［12］。

1953 年，在全国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的影响下，
原有等价“变工”“换工”的办法已经不能满足群众要
求，等价交换按工计算和清工记工的“按劳取酬”办法
被提了出来。河南省淇县沙窝村李春渭生产互助组，
通过民主讨论，采用“自愿两利、等价交换”按工计算的
办法组织抱娃娃互助组，规定一至四岁的孩子，每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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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按两分计算，每个保姆看四个孩子。互助组根据生
产劳动力与孩子情形具体分工，还可以自愿结合固定

保姆，遇有年老或体弱的妇女，地里的活由互助组耕

种。除计划计工折工外，互助组还制定了评模、检查、
汇报制度。保姆看孩子多少、好坏，由互助组讨论评
工，这样保姆认为自己也顶工，便把看孩子当成工作来

看待。保姆中也实行互助分工，有的做饭，有的洗衣服
等，特别是建立了评模制度，发挥了老年妇女的积极

性，她们高兴地说:“想不到咱老婆子顶了分，也能当模
范!”［13］河北定县二区庞家佐村戴兰英托儿互助组试
办清工记工，规定看 4 个孩子的保姆每天记一个工，麦
季秋季忙时每天折米八斤，闲时折米四斤。一个整劳
动力给保姆做一天活也顶一工，忙时和闲时米数不同，

每半月一结，多的还、少的补。保姆平常可存一大部分
工票，农忙时可付出一部分，其余可换取肥料或食粮。
这种办法保姆们认为公平，提高了大家的工作积极性。
经过重点试办，该区有 24 个托儿互助组也实行了清工
记工的办法［10］。保姆作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因分
配方式的改变而固定下来。与其说保姆的变工互助与
待遇工分问题是农忙托儿组织能否办成的关键因素，

不如说它确定了保姆的社会经济地位，农忙托儿组织

才有从暂时性向长期性转变的可能。
三、组建农忙托儿互助组的社会影响
1952 年全国参加农业生产的妇女约占农村劳动妇

女总数的 60%左右，有的地区达到 80%以上。其中，
很多农村妇女参加了互助合作组织。这一年，全国已
有农忙托儿互助组和农忙托儿所 148200 余处，收儿童
850000 余人，比 1951 年增加了十倍之多［5］( P231 ) 。
这说明，新中国成立初期逐渐发展起来的农忙托儿互

助组织，是随着农业互助合作组织发展起来的，农村妇

女参加互助合作组织的人数越多，农忙托儿互助组织

的影响力也越大。在发挥互助精神的基础上，农忙托
儿组织不但帮助妇女解决了参加生产和抚育儿女的矛

盾，还保护了妇女儿童的健康。
首先，组建农忙托儿互助组帮助妇女摆脱了参加

农副业生产的束缚，带动和帮扶了无劳力户以变工、换
工的形式参与农业生产，农业生产劳动力不足的状况

有了改变。从单干家庭来看，在解决农业生产力不足
方面，农忙托儿互助组织解脱了妇女参加农副业生产

的束缚，一些家庭无劳动力户可以以变工、换工的形式
参与农业活动。河南省淇县尹庄妇女赵梅由于孩子多
无人照看，“整天头不是脚不是，有时连饭都做不到锅
里”，地里活全部落到了丈夫肩上，一年到头温饱问题
难以解决。把孩子送到托儿所后，赵梅也投入到劳动
中，一家人的收成有了保证，温饱基本得到解决，乐得

夫妇俩用买酒感谢保姆的纯朴方式表达对农忙托儿互

助组织的认可。同村王喜江夫妇因孩子拖累，妻子不
能参加劳动，为此夫妻两人经常打架、闹离婚。后来孩
子入了托，妻子安心下地生产，生活越过越和谐。从生
产互助组来看，1950 年林县十一区豹合村共有 300 余
个一岁到六岁的孩子，当年试办农忙托儿互助组接收

210 个孩子入托，使 123 位妇女解脱出来从事麦收工
作，计划七天完成的工作只用了四天，共收割了 1200
亩的小麦。淇县武呈集村 137 位妇女中，110 位是有小
孩子的母亲，为保证完成互助组的生产任务，组织了有

72个孩子的农忙托儿互助组，使这些妇女加入到护麦、
选种的工作中［13］。规模逐步扩大的农业增产运动，
迫切需要大量劳动力，妇女参加劳动对于增加家庭收

入和社会财富显得更为重要。因此，妇女参加农业生
产成为社会、家庭和妇女自身的一致要求。“男干女不
干，计划难实现; 男女齐动手，增产不用愁。”通过用顺
口溜这一通俗有效的形式宣传动员，让群众懂得妇女

确实是农业增产的一支不可缺少的力量。
其次，农忙托儿互助组的兴办增强了妇女的集体

观念和社会责任意识，为她们提供了学习的机会和时

间，进而掌握更多的知识和技能改变自己的生活。在
试办农忙托儿互助组织的过程中，干部和积极分子的

宣传动员工作传播着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观念，灌输

着国家民族的责任意识。在“抗美援朝人人有责，实行
老少分工”的口号下，许多老年妇女把主动参与看孩子
的工作视为支持抗美援朝的具体表现，以此来证明自

己对国家社会的责任意识。组织妇女参加的各种座谈
会、竞赛评模等活动，在自我管理活动中密切了党群关
系，使农村妇女进一步认识了中国共产党。上海郊区
高桥宅前村 60 多岁农民陆谷香深有感触地说: “解放
后忙着开会，有点啥好处，我不晓得。现在村里办了托
儿所，家里的孙男孙女有人替我领了，两个媳妇可以安

心种田，我才晓得毛主席领导的确好。”［11］入托的孩
子学会了与人友善相处、不打架、会分享等好习惯，经
历了从适应集体生活到接受集体主义教育的过程。组
建农忙托儿互助组给广大妇女提供了难得的安心学习

时间。除了参加政治学习外，许多妇女积极参加夜校
扫盲班的学习，使 80%的妇女掌握了识字写字的能力。
农村妇女学会识字读书增强了自豪感，还赢得了家庭

和社会的尊重。为提高生产效率，不少妇女还主动学
习使用扶犁、锄苗的田间技术，提高棉花亩产的新技术
以及新农具的使用与维修等技术。新技术的学习与推
广，使她们在劳动竞赛中崭露头角，成为农业生产战线

上的女劳模，并以此诠释着新中国妇女解放的实践意

义。
再次，农忙托儿互助组的巩固与发展，从形式和内

容上为进一步向农村集体福利事业方向演变准备了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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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1951 年 10 月 12 日，康克清在中华全国民主妇女
联合会第一次妇女儿童福利工作会议上提出:“在已有
农忙互助组织的地方应帮助他们学习育儿知识，使他

们在业务上不断提高，同时要在无组织的妇女群众中

普及育儿知识。在保健方面则主要应由当地卫生机构
给予帮助。”［15］( P63) 作为开展农村社会儿童保育事
业的起点，一些农忙托儿互助组织在条件具备的情况

下，开始了儿童保育工作的尝试。河北省定县二区新
城村梁秀娟托儿互助组试办农忙互助组织后，经常请

医生给孩子们检查身体，按时打预防针、种牛痘，并向
家长和保姆讲解卫生常识、提醒孩子家长不随便给孩
子吃凉山芋、荞麦饼等。该托儿互助组成立两年，孩子
们身体健康，保育工作突出，该区妇联广泛介绍梁秀娟

托儿互助组的做法，号召全区托儿互助组学习，同时要

求全区各村各组都接洽医生，经常为孩子服务。庞家
佐村 8 个托儿互助组买了 10 个暖水瓶，使孩子们不再
喝凉水。家长也主动让孩子打预防针、种牛痘，还学会
发现流行病时要实行隔离，并遵照医生的吩咐，给孩子

准备了一部分药品，以备急用。全区 300 多个托儿互
助组，修建了 30 多个洗澡池，保证了孩子们的身体健
康［10］。此外，对保姆进行妇婴卫生常识的教育也被
作为重要的工作，保姆们开始接受饮食卫生、疾病处置
以及传染病隔离的正规的基本保育常识和技能的培

训。这意味着现代意义的妇幼保育管理活动开始在传
统的中国农村出现，曾经的农忙托儿互助组织具有了

社会福利保障职能的要素。
四、结语
新中国成立初期，各地为解决妇女参加劳动遇到

的困难，纷纷组织建立了抱娃娃互助小组或试办农忙

托儿互助组。一方面，组建农忙托儿互助组同土地改
革男女平等分得土地一样，增强了人们对中国共产党

领导妇女解放事实的认同，增进了农村妇女对党的认

识与信任; 另一方面，农忙托儿互助组的兴办超出了其

本身具有的认知和组织功能，中国共产党不仅结合农

村实际解决妇女参加农业生产的困难，而且结合农业

合作化的总方针，以妇女参加农业劳动为妇女解放的

一个基点，在自愿互利的原则下，把从属于家庭的妇女

组织起来纳入到社会组织的管控中，通过家庭劳动向

集体劳动的转变，实现其社会主人翁的地位而激发农

村妇女的自我解放与创造。由此而论，新中国成立初
期组建农忙托儿互助组，从形式到内容，从政策的制定

到实施，都表征出新中国国家治理在农村基层的意义。
从这一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以满足人们对生产生活

要求为前提的妇女解放运动，具有国家权力介入基层

社会，保障国家制定的目标与任务顺利完成的治理特

点。因此，新中国成立初期农忙托儿组织的试办与巩
固，实则是中国共产党对基层社会治理现实路径的早

期探索。毋庸置疑，中国共产党引领的这场妇女解放
运动具有一定的中国社会发展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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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n wooden slips hav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ancient East Asia．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for understanding and explaining the culture
of wooden slips in ancient East Asia，the nature and status of South Korean wooden slips cultur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that cannot be
ignored in proving that the Chinese culture of Bamboo and wooden slips was introduced into Japan by South Korea．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the wooden slips data of South Korea，China and Japan，and to understand the overall developing trend
of wooden slips culture in East Asia，we must first carry on an in － depth study of the ancient names and classification standards of
wooden slips in various countries． This is the premise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researchers in various countries．

On the Orthodoxy of Historiography in Wei，Jin，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WANG Gao － xin

Abstract: The poli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Wei，Jin，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are the division of the country and the
sharpness of ethnic contradictions． As juxtaposition and opposition of political power and emergence of a large number of national re-
gimes，it makes hard to define which regime is orthodox．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legitimacy of their regimes，all of them regard them-
selves as orthodoxy．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orthodoxy of historiography in the Wei，Jin，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are as
follows: first，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the mutual birth of five virtues to clarify the successive relationship of the dynasty and decide
which one is orthodox; second，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orthodox status，people should make a debate on the orthodox of disrupt and
consistent regimes; third，each regime，especially the northern national regime，maintains its orthodox status through historical identity，
including consanguinity identity，the identity of the Central Plains and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Yi and Xia． The debate on the orthodoxy
of historiography in Wei，Jin，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is the important stag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orthodox ideology in
Chinese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

Taihu Lake Basin Fishery and Its Ecological Effect in the Second Half of 20th Century
WU Jun － fan

Abstract: Since 1950s，freshwater fish production mode in Taihu lake basin has changed from mainly depending on natural fishing
and intensive pond fishkeeping to extensive fish farming． The traditional fish － caltrop － fertilizer ecosystem is replaced by a single
closed artificial fish culture system，which was followed by a decline in wild fish production and biodiversity，as well as the cut － off of
organic fertilizers needed for farmland． With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closed fish culture and pond conversion in the 1970s and 1980s，
the problems of water storage and drainage and water eutrophication became more and more prominent． In the 21th century，local gov-
ernments began to harness river and lake water quality to restore water ecology，and correct the previous practices of excessive use of
natural water bodies to develop artificial fish cultivation and excessive reclamation of river and lake water surfaces．

The Practice and Influence of Establishing the Mutual Aid Group for Childcare
During the Ｒural Busy Season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People＇s Ｒepublic of China

HUANG Tian － hong
Abstract: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People＇s Ｒepublic of China，the rapid recovery and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women in labor production，but the burden of family affairs and children cannot guarantee them
to put into production at ease．

When the mutual － aid movement of national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was in full swing，drawing on the experience of mutual aid with
changing the work practiced in the liberated area，local party committees and women＇s federation around the country made a try to estab-
lish the mutual － aid group for childcare during the rural busy season，which helped women get rid of the difficulty of caring children
during the agricultural and sideline production． This activity integrated the rural women labor，changed the insufficient agricultural pro-
ductivity and women＇s social life，as well as made a condition for the initiate of the rural collective welfare undertakings． The trial run of
the mutual aid group showed the successful practic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exploring the path of social governance at the
grass － roots level，which has been generally recognized by the society as a concrete form of women＇s liberation．

Things Ｒeturn in 5G Era，Construction of Video Society and Transformation of TV
GU Jie，TIAN Xuan － ning

Abstract: The decline of traditional media in the 4G era is largely due to the empowerment of network technology on user produc-
tion，which creates excessive exposure of people in mass communication． While，5G technology thoroughly stimulates the material po-
tential of the media and leads the return of things in communication． The media material with 5G video as the core will accelerate the ar-
rival of the video society，and then reconstruct the functional attributes，content form，technical form and media scene of TV transmis-
sion． TV media should seize the opportunity to transform rapidly and develop into a video production creator and network hub with multi
－ dimensional connection with social production and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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